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现状与趋势研究

李京文，汤文仙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124；
2.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两者的良性互动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同时两者互为供给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站在这个视角进行研究，对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和谐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作用的基础上，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现状做出准确判断，并提出了我国“十三五”期间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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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镇化
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将在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新定位中扮演重要角色，工业化与城镇化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互为供给侧，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与作用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一般理论
国外成熟城市进程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1975 年，著名经济学家 H. 钱纳里和M. 塞尔昆提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的“发展模型”，该模型指出了两者在发展之初通常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当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并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到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主导作用由此逐渐减弱，这是一个相互支撑，且由紧密到松散的发展过程。 
研究两者互动发展关系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力理论”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得工业化与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关系。威尔科克斯的实证表明，美国在1870一1940长达70年的时间内，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变动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法国在1866 一1946 年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 +0.970；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41一1931 年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 +0.985；瑞典在1870—1940 年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 +0.976。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间的相互作用
1、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效应
（1）产业不断整合促进区域空间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本身就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整合化过程。都市区、城市群体，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的一种城市空间形态，本质上是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与中心城市具有高度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连续区域的组合，依托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产业扩散与空间功能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相关产业在区域上形成整合与优化，另一方面周围地区与这些产业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扩散，进而实现大都市功能地域以及城市群体的形成与完善。
（2）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城市功能优化 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主要体现为城市产业结构的高新技术化与服务化。我国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基本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有关，通过城市的空间布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科技型服务业的培育和发展，并将进一步促进城市功能的升级。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型产业共同促进城市有机创新网络系统形成，从而带动城市功能的优化与升级。
（3）产业全球化的分工推动城市国际化 城市快速的工业化和与之而来的外向型经济必然造成区域成为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有效载体，表现在大城市周边的新型城镇以工业区、保税区等形式出现和崛起，通过资本、人才等要素流动促进了其参与全球与区域的产业分工，带动城市群体的区域产业结构的外向化，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率先开放，有力地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在形成人口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的同时，城市群国际化特征更加明显。
2、城镇化对工业化的支撑效应
（1）城镇化为产业演变提供空间支撑 完善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是产业结构演变与优化的空间保证，为区域产业与要素的整合提供集聚载体，是工业结构演变的前提和必备，有利于规模化、集聚化、高端化的产业结构演变。开发区、高新区和城市新区的建设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为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许多城市设立的高新区、开发区等园区建设，确立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产业、人口、技术、资金等要素的集聚，实现了城市空间、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以苏州新区为例，园区规划以发展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1994 年枫桥镇并入新区，新区人口从 2.14 万人猛增到 7.39 万人，规划面积从 16平方公里扩大到52.06平方公里，随着主导产业不断的促进发展，苏州新区已成为高科技外向型的产业基地。
（2）城镇化为结构性消费升级提供支持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升级的内需空间。根据国际经验，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消费率形态一般呈 U 型分布。在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之前，较低的产出只能满足消费的需要，因而消费率很高，储蓄率很低。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储蓄转化为投资，消费率偏低，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后，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率重新走高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例如，日本在 1956-1959 年消费率高达 70%以上，经济增长率为 6-8%。 1960-1970 年经济增长平均高达 10.4%，消费率逐年下降，从最高点 1963 年的 67%下降到 1970 年的 59.7%。从 1971 年后，经济进入个位数增长，消费率逐步提升，至 1983 年重回 70.1%。韩国 1988 年消费率最低点为 59.76%， 经济增长率为两位数 10.64%，之后消费率提升到 69%。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化人口消费结构将对应上移，带来巨大的结构性消费升级空间。
（3）城镇化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推进产业结构有序演变与区域经济的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城市化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 1400 亿元，最终将带来 3360 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首先，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拉动了建材、钢铁等基础产业部门的规模扩张，形成乘数效应；其次，在级差地租的影响下，服装、纺织、机械、钢铁等占地面积大的产业被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挤出中心城市，而新兴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第三，传统产业在中心城市的生存压力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中，不断加大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信息化投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管理技术的相互渗透，提高行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数控化水平。同时城市建设的信息化要求进一步提高，城市的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提高，早已超过了10%的比重，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为电子信息产业和信息服务业带来的巨大市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有序演变。
二、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现状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超过了40%，重工业化率超过了70%，资源与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产能过剩面的扩大、环境生态污染的严重，这些因素制约着工业部门已不能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重工业化进程已基本接近尾声。从各地情况看，工业化程度很不均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山东6个省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浙江和辽宁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福建和湖北分别处于中期的后半阶段和前半阶段；吉林、云南、四川、安徽、湖南、河北、河南、山西、宁夏、贵州、甘肃、重庆、内蒙古等13个省区市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陕西、江西、广西、青海、海南等5个省区仅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 新疆、黑龙江、西藏等省区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成为城镇人口、城镇数量与规模的大幅度扩张的最基本的因素。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大致呈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当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 30%左右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达到 70%左右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2015 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6.1%，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规模大幅度扩张。我国城市化发展除了阶段性特征外，还有区域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化率最高，超过65%，中部地区城市化率则为51%，西部地区城市化率最低，仅为44%。这种东高西低的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
（三）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现状
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同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1%、 82%、75%和 79%，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和俄罗斯是 85%和 74%，亚洲的韩国和日本分别为 82%和 93%，仅比泰国和印度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制约着我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从不同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超过工业化发展水平，超出水平约为9.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滞后偏差分别为2.5%和4.2%，表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三、“十三五”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发展趋势
“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结构必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面临着工业化与城镇化互相促进所带来的一系列发展机会与挑战。
（一）互动关系将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转变
“十三五”时期，总体上说城镇化将呈现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工业化正处在一个转型提升的重要阶段，我国将处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转型和变革的历史时期。从我国的现实看，工业化将进入发展中后期，未来我国城镇化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继续维持较快发展势头，未来5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约在0.8-1个百分点，至2020年，城镇人口增长3.26亿，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60%。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从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镇化率每增长 1%，城镇设施投资增长将达5%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必将进一步为工业产品的需求提供巨大的支持。
（二）人口流动将进一步从异地向回归城镇化转变
过去30年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东部沿海省份首先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产业发展吸引了大批的中西部农村居民来到东部沿海城市就业，促进了人口在这些城市快速集聚，最终在该城市中落户生根，东部沿海地区以异地城镇化这种模式率先实现了城镇化。 异地城镇化的模式在未来仍会继续存在，但其发展高峰已经过去，全球经济不景气、东部沿海的人力、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对外向型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的加快，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以及由于东部地区户籍限制、子女教育难、缺乏归属感等生活隐形成本，在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部分农民工已经回流到中西部老家就业，农民工回流趋势愈加明显。自2009年以来，四川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475万，首次低于1%。农民工在当地实现就业，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依赖本地城镇化，四川、湖南、安徽、湖北、广西、江西等地是农民工输出地，伴随着回归城镇化，将极大提升这些区域的城镇化发展。
（三）产业转移推动城镇化由东部向中西部提速转变 
近年来，东部地区由于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东部沿海地区“腾笼换鸟”、“机器换人”和中西部地区“居巢引凤”、“万商西进”等一系列产业转移，将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市场布局和梯度转移，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产业转移，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进一步刺激产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的提速，同时区域振兴规划是促进中西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催化剂，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推出，将有利于中西部城镇化下一阶段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省份包括湖南、江西、安徽和四川等，其中，安徽可以对接长三角，湖南、江西、四川这几个地区对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支撑需求空间从外需向内需转变
“十三五”期间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呈现的内需扩大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巨大引擎。根据经典城镇化理论，在城镇化率从40%提高至60%时，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加速，促进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和智能终端、信息服务等信息消费的内需。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7.4%，最终消费率为50.6%，中国未来 5 年居民消费增长率或将增长至 45% 的水平，而最终消费率或将增至 60%。考虑到中国 GDP  6-7%的平稳增长趋势，居民消费总额与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或将出现 10%的高速增长，同时，还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提升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需求。回归城镇化，进一步促使原先在东部大城市积累的财富和养成的消费习惯回归中西部，促进中西部耐用消费品需求和信息消费，成为未来 5 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五）城镇空间结构将进一步从孤立发展走向集群转变
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载体，还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过去长期一段时间，各个城市是孤立发展的，诸侯经济特征明显，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集群化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有关部门也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启动了对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关中平原、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等规划编制工作。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产业合作与资源共享的要求使得其拘于行政辖区内的封闭发展已不太现实，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趋势将更加活跃，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实施，城际交通的开通、产业定位的协同、资源要素的流动必将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另外，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中西部的城市群也将成为“十三五”时期这些区域的突出特点，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城市圈发展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将出现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
（六）新型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建设由污染型向生态型转变
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全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目前，京津冀地区成为我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PM2.5污染成为当地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工业化与城镇化两者矛盾更加凸显，因此，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紧凑的新型工业发展模式将是实现生态型城镇建设的重要保证。城镇化发展不应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解决城镇的资源环境严重超载的问题，向低碳、绿色、智慧城镇化方向发展。国家将在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十三五”期间加大环保投入，总投资有望超过17万亿元，其中加快环保产业投入的举措十分明确，将为生态型城镇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有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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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ing status and trend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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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ill help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are mutually supply sides, be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is angle of view,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accurate judgment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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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镇化和城市化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区别，但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对城镇化和城市化不加区分，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






